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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宋代儒学的发展遭遇佛道二教的巨大压力。一方面佛道兴盛与影响扩大，使得儒学在社会政治文化中的

功能受到质疑，儒学遭遇到了信仰与价值的双重危机。另一方面儒学囿于经学注疏的藩篱，在形上本体

思维建构方面遭受到佛道极大冲击。基于此，宋儒积极回应佛道的挑战，重新反思传统儒学自身存在的

问题以积极改造儒学。通过“出入佛老”与“反求六经”，熔铸佛道哲学与构建形上义理之学等路径，

不仅化解了宋儒面临的内在困境，而且促进了三教由形式、功能上的互补调和到观念、思想上的交汇融

合，再到思想、思维模式的深度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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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ism in Song Dynasty encountered great pressure from Buddhism 
and Taoism. On the one hand, the prosperity and influence of Buddhism and Taoism caused 
people to doubt the function of Confucianism in social, political and culture, and Confucianism en-
countered a double crisis of belief and value. On the other hand, Confucianism is limited by the 
barriers of commentaries on classics, and the lack of metaphysical ontology thinking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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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 suffered a great impact from Buddhism and Taoism. Based on this, Song Confucianism actively 
responded to the challenge of Buddhism and Taoism, and re-examined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traditional Confucianism to actively reform Confucianism. Through “entering and exiting Shilao” 
and “reversely seeking the Six Classics”, forging Buddhist and Taoist philosophies and construct-
ing the study of metaphysics, not only resolved the inherent difficulties faced by Song Confucian-
ism, but also promoted the complementarity of the three religions in form and function Reconcile 
to the fusion of ideas and thoughts, and then to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thoughts and thinking pat-
te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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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宋初的统治者倡导“文治天下”，对儒佛道都采取较为开放的态度。佛道二教在宋代还得到了皇帝

和部分士大夫的支持，重现兴盛之情状，儒、佛、道三教关系 1 演进的趋势愈显融合之势。事实上，这

一时期的佛道二教凭借其形上本体论思维在与儒学争锋上处于优势，宋儒在构筑本体思维方面遭遇诸多

困境。面对来自佛道在形上之境的挑战，宋儒做出了积极回应，并通过改造和发展传统儒家学说以应对

时代要求和佛道挑战。 

2. 佛道挑战之情状 

建宋初期，宋太祖就下令停止废佛活动，一些寺庙开始得以恢复和重建。佛教僧徒加快了佛儒会通

的脚步，诸如，智圆和契嵩都著书立说以积极倡导和推动儒佛会通。在佛教“儒学化”逐步加深的情况

下，佛教寺院和僧尼数量也都有所增加，佛教开始呈现繁盛的景象。佛老的思想观念业已渗透到民众的

心理的深处，宋儒陈淳总结说：“佛老之学，后世为盛，在今世为尤盛。二氏之说，大略相似。佛氏说

得又较玄妙，老氏以无为主，佛氏以空为主，无与空亦一般。”([1], p. 45) 
由于佛道二教皆具有系统的思辨哲学理论，加之佛老之性命道德之说又较为玄妙，不仅不读书不明

理而又无见识之人容易被其所惑，甚至会出现“虽髙明之士皆为所误”的局面。([1], p. 45) 
事实上，当时许多饱读诗书的士大夫，如王安石、苏轼、二程、张载等人都曾有出入佛老的经历，

而且对佛教理论皆有一定的了解和吸收。此外，道教也在朝廷的保护和支持下也取得了较大发展。经过

各地道观的兴建和道教经典的完善，尊崇道教的风俗也逐渐形成。南宋时期道教已在民间普及，其影响

一直延至元明两朝。 
与佛道二教的发展的繁荣景象相比，儒学的发展也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儒学在武帝时期就取得了独

尊的地位，因而在社会政治生活、文化教育及人们的思想观念等方面影响至深。但是，由于儒家过于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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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三教”中儒家的宗教定性问题，学界还未有较统一的定论。此处仍沿用通俗称谓，以易于表述。值得注意的是，柳存仁先

生提出：“唐代以来的所谓三教，这个教指的是教化的意思，不一定要把儒家看作是宗教。”(参见柳存仁《中国思想里天上和人

间理想的构思》《道教史探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 137 页。严耀中认为，即使到了宋明以后，“作为社会意

识上层的儒家思想在三教合一的理论上已经得到了很大发展并趋向于完备，但此儒家仍并非是宗教，依然缺乏诸如在生死问题上

给人以终极关怀那样的宗教基本特征。”（参见严耀中《论“三教”到“三教合一”》《历史教学》，2011 年 11 月，第 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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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社会伦理道德和政治，因而存在理论思辨性不强，尤其在关涉宇宙观、心性论和思维模式等方面为佛

道二教所超越。实际上，自汉代以来儒者只注重对儒经的繁琐注疏，训诂、考据之学盛行，忽视了对儒

典义理的发掘，因而在思辨理论创建方面处于落后地位。而佛道自魏晋南北朝以来，结合自身的优势特

点，积极会通融合儒家学说促进自身的存在与发展。 
社会的发展有赖于统一的思想导向，而社会动乱的发生则是维系稳定的精神纽带出现断裂的后果。

随着佛道兴盛与影响的扩大，人们对于儒学在社会政治文化中的功能产生了怀疑，儒学遭遇到了信仰与

价值的双重危机。中唐以降，韩愈、李翱等儒家士大夫为抵御佛教对儒家道统的威胁，在倡导复兴儒学

的同时，开展积极的排佛运动。韩愈提出建立儒家“道统”说与佛教的传世“法统”相抗衡，冒死奏《谏

迎佛骨表》直接抵御佛教的传播与发展，该文后来被看作是反佛代表作而影响深远。降至宋代，“宋儒

所表现出来的对佛教的排斥态度是令人难以想象的。”([2], p. 37)宋初，排佛的代表有孙复、石介、欧阳

修、李觏、张载、程颢、程颐等儒士。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段的描述中考察佛老对于儒家的威胁情况以及

宋儒对待佛老的态度。 
孙复认为佛老以其死生、报应等观念混淆民众视听、背离儒家仁义，二教是祸害国家、动摇儒学正

统地位的祸根。他痛斥到：“佛、老之徒横乎中国，彼以死生、祸福、虚无、报应为事千万，其端绐我

生民绝灭仁义以塞天下之耳，屏弃礼乐以涂天下之目。……于是其教与儒齐驱并驾，峙而为三吁可怪也。”

([3], p. 13) 

石介针对当时佛老盛行于中土，作为儒家万世常行不可易之道(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

之道)，却被“佛、老以妖妄怪诞之教坏乱之。”因而他强调“有攻我圣人之道者，吾不可不反攻彼也。”

([4], p. 30) 
欧阳修也是重要的排佛代表，他历数佛教在中土的发展以及历来儒家排佛不力的状况后，提出治理

佛教之患的方法。他说：“佛法为中国患千余岁，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尝去矣，而

复大集攻之。暂破而愈坚，扑之未灭而愈炽，遂至于无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盖亦未知其方也。”([5], 
p. 101)因此，欧氏在编《新唐书》和《新五代史》时，只要涉及关于佛教的记事内容，均删除。 

李觏指斥佛教的诸多危害，并力主去之而后快。他说：“苟去浮屠氏，是使惰者苦、恶者惧、末作

穷、奇货贱，是天下不可一日而无浮屠也，宜乎其排之而不见听也。”([6], p. 137)张载与二程等都出入

佛老数十年，对佛老的理论有一定的认知。张载认为：“释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灭天地，是以小缘

大，以末缘本，其不能而谓之幻妄，所谓疑冰者与？”([7], p. 45) 
二程排佛甚力，针对时人认为佛之“道”是值得肯定的，而其“迹”应该抛弃的看法。二程曰：“所

谓迹者，果不出于道乎？然吾所攻其迹耳。其道则吾不知也。使其道不合于先王，固不愿学也。如其合

于先王，则求之六经足矣，奚必佛？”([8], p. 46)此外，二程还告诫学者远离佛教，曰：“学者于释氏之

说，直须如淫声美色以远之，不尔则骎骎然入于其中矣。”([8], p. 17)朱熹在被问及佛教之书是否可读时，

曰：“吾儒广大精微，本末具备，不必他求。”([9], p. 2006) 

3. 三教融合 2 之态势 

排佛活动伴随着佛教在中土传播的始终，早在佛教初传中土之时，就遭遇到儒家的责难与排斥。“当

佛教出世主义遭到儒家的坚决抵制和猛烈抨击后，为了生存也为了更好地发展，佛教开始由不自觉到自

觉、由被动到主动对自己的出世主张进行了调整。”([10], p. 31)事实上，为了扩大传播与影响，佛教僧

 

 

2黄心川在《“三教合一”在我国发展的过程、特点及其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哲学研究》，1998 年第 8 期，第 62~67 页。)一文

中认为：三教合一在我国发展经历了“三教一致”–“三教鼎立”–“三教融合”几个阶段。本文认为三教关系在魏晋南北朝时

是处于并存状态；隋唐时期，因佛道兴盛而三教呈现鼎立之势；两宋以降，佛道式微，加之集权政治需要，致使三者之间由冲突

趋于一致而终显融合状态。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3.129315


陶新宏 
 

 

DOI: 10.12677/acpp.2023.129315 1904 哲学进展 
 

徒就积极主动的会通调和佛儒关系。当时的牟子就曾作《理惑论》以积极的调和姿态回应排佛者的问难。

有责难者问：“子云佛经如江海，其文如锦绣，何不以佛经答吾问，而复引《诗》《书》合异为同乎？”

牟子答曰：“吾以子知其意，故引其事。若说佛经之事，谈无为之要，譬对盲者说五色，为聋者奏五音

也。”([11], p. 9) 

魏晋南北朝以降，佛教虽有了较大的发展，但儒者并未停止抨击佛教。对此当时高僧慧远作《沙门

不敬王者论》调和佛儒关系。他提出“在家奉法”者应谨遵儒家礼教，而出家者则“隐居以求其志，变

俗以达其道”，并极力主张：“求圣人之意，则内外之道可合而明矣。常以为道法之与名教，如来之与

尧孔，发致虽殊，潜相影响；出处诚异，终期相同。”([11], p. 56)开启了儒佛“殊途同归”的语源。以

上时期出现三教并立，佛道基于减少传播的障碍和扩大自身的影响，在表达方式和形式上主动附会儒家

的纲常名教，并提出三教殊途而同归的主张。 
隋唐时期，佛道兴盛而一跃形成与儒家鼎足之势。三者彼此独立而又互相融摄，合流的趋势愈益加

快加深。即三者之间不仅仅停留在社会功能互补上的会通，而且逐步在思想观念上加深彼此的影响。时

人认为“三教虽殊，同归于善。其迹似有深浅，其致理殆无等级。”([12], p. 200)因此，“儒、释、道兼

习，乃是隋唐时代士人及其家族的普遍趋向”[13]。尤其是佛道学说具有的抽象思辨性能给人带来超越世

俗的慰藉。诸如，柳宗元就认为佛学能助人摆脱世俗烦恼，实现精神超脱。因此，他对佛教宣扬的“涅

槃”、“佛性”等学说甚感兴趣。李翱则直接将佛教心性论揉合在儒学中，提出“性善情恶”说。另外，

他还汲取佛教的修养方法，提出“复性”理论。这些融摄佛老之说以改造儒学之弊的手段和方法，直接

开启了宋儒全面改造传统儒学，创设形上思辨的哲学体系的端绪。 
另外，佛教除了附会融通儒学，也积极吸收道家、道教的思想。朱熹认为佛教经典也多是由中土之

人附会而成，其中以吸收老庄和列子的学说为多。他说：“佛书分明是中国人附益，……初来只有《四

十二章经》，至晋、宋间乃谈义，皆是剽窃老庄、取列子为多。”([9], p. 2020)此外，佛教的法术神通往

往与道教的神仙方术相似，世人一般也将其混同看待。 
与佛教一样，道教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始终有意吸收并会通儒家学说。一些道士本来就是习儒出身，

诸如，东晋时期的著名道士葛洪本身就是儒士。因而，他们在创建和发展道教理论思想时，必然会触及

并融摄儒家的思想学说。葛洪在其代表作《抱朴子》中对儒道之学进行评价说：“且夫养性者，道之余

也；经世者，儒之末也。所以贵储者，以其移风而易俗，不惟揖让与盘旋也。所以尊道者，以其不言而

化行，匪独养生之一事也。”([14], p. 32) 
道家道教之于养性，儒家之于经世，各有其功用，应该互相补充和尊重，其实道教并非仅仅是养生

之学，对于经世也有潜移默化的功用。因而，葛洪希冀在儒道互补的基础上，主张建立以道为本、以儒

为末的学说体系。道教不仅积极吸收儒家学说，也大量有意吸取佛教理论，甚而直接将佛典中的“佛说”

换成“天尊曰”，从而逐步形成道教经典。如陶弘景所作《真诰》，被朱熹称作：“窃佛家《四十二章

经》为之，至如地狱、托生、妄诞之说，皆是窃佛教中，至鄙至陋者为之。”([15], p. 2440) 
唐末五代以来，佛道较之隋唐渐趋式微，加之集权政治统治的巩固所需要较为统一的思想控制，因

而三教在观念和思维方式上深度融合是必然的趋势。儒者开始自觉地吸收佛、道思想，宋代一些重要的

儒者都出入佛老数十年。这不仅丰富和更新了儒学内容，而且进一步为“三教归一”奠定基础。有学者

将宋代的儒佛“合一”的内容归结为两个方面：“同质”和“形式”上的“合一”。即“所谓‘同质’，

是说宋代儒者对佛教中与儒学中相同相似的因素，非常慷慨地予以肯定和吸收，……对于宋儒而言，其

容受于佛教者是与儒学相似相同的因素，故是‘同质’的关系。所谓‘形式’，是说宋儒对于佛教的讲

学方式、思维方式、修养工夫等工具技术层面的因素并不排斥。”([2], p. 38) 

综上所述，三教在长期“并存”、“鼎立”到“归一”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发展成了由形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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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互补调和到观念、思想上的交汇融合，再到思想、思维模式的深度融通而归于一致。随着这种彼此

的认同度的逐步加深，三教的合一就更具有了现实的可能性。恰如余英时先生指出：“唐宋以来中国宗

教伦理发展的整个趋势，这一长期发展最后汇归于明代的‘三教合一’，可以说是事有必至的。”([16], 
p. 165) 

4. 儒学面临之内在困境 

随着汉唐以来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以及儒佛道三教关系的进一步演进，儒学的发展遭遇到来自佛道

二教的巨大压力。为了维护渐趋失去的传统思想主导地位以及回应佛道的挑战，儒家学者不得不重新反

思传统儒学自身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汲取外部有益的思想资源以改造儒学。正如有学者所言：“精神文

化的发展有其内在的逻辑与课题，古典儒家的复兴是适应于整个合理化的近世化过程，而建立一种什么

形态和特质的新儒学则不能离开思想的内部渊源与外部挑战。”([17], p. 14) 

4.1. 形上失落受冲击 

经过唐末五代的长期战乱割据，不仅民生凋敝、生灵涂炭，而且出现等级混乱、人无廉耻的世风。

这些都使得儒家倡导的纲常名教尽失其用。为此，赵宋建立之初为了重整江山就采取一系列加强中央集

权的措施，在思想上重振儒家倡导的纲常伦理以发挥其道德调节功能，努力恢复社会统治秩序。然而，

传统儒家学说过于注重伦理道德的疏解和实践论证，却疏于理论上是思辨体系的建构。因而在面对来自

佛、道方面，特别是佛教的精致思辨哲学体系的挑战时，很难在理论上与之相抗衡。加之佛、道所具有

的比较细密的心性修养工夫，更使得儒家学说在隋唐时期三教鼎立中往往处于劣势。虽然儒家学者历来

积极倡导排斥佛道，但效果一直不显著，其根结即在于此。无怪乎欧阳修感叹中国受佛教之患业已千余

载，“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尽管多有尝试去除之，但反而遭受佛法的回击，结果出

现“暂破而愈坚，扑之未灭而愈炽，遂至于无可奈何”的尴尬局面。欧氏理性的提出了要找到“病灶”

方可对症下药。他说：“善医者不攻其疾而务养其气，气实则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下之患者，

亦必推其患之所自来，而治其受患之处。”([18], p. 1)这里，欧氏对于排佛的策略较之先儒更加理性而深

刻，但也未从儒学自身存在的深层原因加以反思，并着手汲取佛教思辨的本体论思维模式的有益资源。 
朱熹对欧阳修排佛的路径进行评价说：“本朝欧阳公排佛，就礼法上论；二程就理上论，终不如宋

景文公(祈)捉得正赃出。”([9], p. 2020)而朱熹在被问及当时的士大夫为什么晚年都会为“禅家引去”时，

他回答曰：“是他底高似你。你平生所读许多书，许多记诵文章，所藉以为取利禄声名之计者，到这里

都靠不得了，所以被他降下。他底是高似你，且是省力，谁不悦而趋之？”([9], p. 2018)因为佛教有其高

明处，超越世俗伦理道德，因而儒家倡导的读书为学和利禄、声名与之相比皆费时费力而不一定得其要

领，这就是文人士大夫为佛所趋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包括朱熹在内的宋儒并不屑于深研佛学，通透

其理，只指出其巨大的诱惑力，却并未直接说明佛教高明于儒家的具体之处。此外，道家、道教也在形

上思辨理论构建上有一套哲学理路。它们以“道”为本，主张“道法自然”，提出以寡欲修身以及道教

的修炼成仙的修养工夫。这些都对缺乏形上建树的儒家学说构成了较大的冲击。 

4.2. 囿于经学注疏的藩篱 

自汉代以来，儒家理论框架仍然停留在以“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为主导的粗糙的理论系统，而学

术路径上的繁琐经学考证之风制约着儒学在义理思想方面的发展流行。因此，这就要求儒者必须破除汉

唐经学注疏的藩篱，在继承传统儒学思想精华的基础上积极构筑具有哲学思辨性的本体理论系统，从而

为儒家伦理道德提供形上方面的依据。惟有如此，才能应对来自思想领域中佛道的挑战，才能重新确立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3.129315


陶新宏 
 

 

DOI: 10.12677/acpp.2023.129315 1906 哲学进展 
 

和维系儒家学说在学术思想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主导地位。 

因此，宋儒积极倡导“理”或“天理”为核心的本体论建构，辅之以纲常伦理、存理灭欲、义利之

辨等问题的探讨，逐步把儒家伦理道德建立在对形上本体“理”或“天理”的信仰并将其运用于百姓的

日用实践工夫中。这样，不仅将儒学提炼成为具有精巧思辨性的哲学理论系统，而且能更好地发挥传统

儒家伦理道德的社会调节功能，增强了维系社会秩序的稳定性功能。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言：“北宋理学

家之所以全力以赴地开拓‘内圣’之学，便是要为‘外王’的实现(建立合理的人间秩序)寻求更坚实、更

可靠的形而上的根据。”([19], p. 25) 

5. 积极改造儒学之路径 

5.1. “出入佛老”与“反求六经” 

对于宋儒而言，要结束由纲常伦理的缺失而造成的社会动荡以及由价值取向混乱而导致的人欲泛滥

的情状，就必须重整和恢复儒家的正统地位。而佛道的外在压力和挑战更加促使了宋儒的警醒并增强重

塑儒学的历史责任感。因此，在内、外双重危机的压迫下，宋儒一方面“出入佛老”以寻求破解之法；

另一方面从儒学自身的发展中寻找危机的根源。张载就曾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

绝学，为万世开太平”([20], p. 208)的宏壮心胸与抱负，冯友兰先生称其为“横渠四句”。此四句话最能

概括表达宋儒恢宏的气势与承续儒家文化的担当精神，不仅对当时的宋儒及士大夫，就是对宋以后的诸

儒乃至广大知识分子也具有极大的精神激励作用，影响极其深远。 
事实上，“出入佛老”、“反求六经”，可以说是宋明儒者共同遵循的治学求道路径。黄宗羲就曾

指出：“两宋诸儒，门庭径路半出入于佛老。”([21], p. 1470)二程自十五六岁时就跟随周敦颐论学，后

来因厌倦科举而专心于求道，此后“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六经而后得焉”。([22], 
p. 1368)正因为有入释老的经历，才使他们深感儒学身处的危机与重振儒学的必要。程颢曰：“道之不明，

异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难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髙明自谓

之穷神知化而不足以开物成务，言为无不周遍。实则外于伦理，穷深极微而不可以入尧舜之道。”([23], 
p. 381) 

被称为“宋初三先生”的胡援、孙复、石介就积极阐发《周易》《春秋》等儒典中所蕴含的道德性

命思想，并将其作为治理国家的理论依据。周敦颐则从儒家《易传》中汲取宇宙生成的形上观念，并直

接借用“太极”的概念，在此基础上杂糅道家的相关概念和佛教的修养工夫构建形上的宇宙论体系。他

提出了诸如，与道家“有生于无”相似的命题“自无极而为太极”，以及与佛教“止观”、“定慧”等

相关的“主静”和“无欲”等修养工夫。 
另一方面，朱熹认为，当时诸多儒者转而归于异教的原因是“自家这里工夫有欠缺处，奈何这心不

下没理会处”，加之儒家在心性工夫方面少有论述，而佛教禅宗又倡导“顿悟”的快捷法门。这使得不

少儒者被佛教吸引过去。其实，他们是“不知道自家这里有个道理，不必外求。”([9], p. 2019)如果真的

能在心性上下足功夫的话，他们的心就自然不会受佛道的诱惑了。但朱熹也不得不承认：要做到这一点，

还是存在一定难度的，不要说当时的一般儒者，就是程门高弟所说所做的工夫也往往不甚精切。程大昌

也认为儒家六经中自有其“道”，先秦儒家就有“性与天道”之述论，只不过后来“道”之传承出现了

断裂。程氏曰：“其人未可与言，而与之言，则徒言也；吾意欲致，而言不能既，则又能姑发其端而已

也。且如人心、道心之合，固有中矣﹔而精一之理，非尧则不能以授，非舜则不能以受也。是岂容人人

得预也！”[24]由于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如授受对象没有能力接受、对“道”的言不尽意问题等问题，

特别是儒家的“惟精惟一”的心传之法 3，若不是像尧舜那样的圣人是很难将“道”之传承下来，而要使

 

 

3这里，程大昌是指宋儒非常看重的儒门“十六字心传”，即“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尚书∙虞书∙大禹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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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人都能得以接受就会更加困难。程大昌尤其强调六经中的《易传》最具形上特征，其中的“太极”

为儒家首先提出，其他儒典还未曾提及，因此程氏特别注重对《易传》形上思想的阐发。 

5.2. 熔铸佛道哲学，构建形上义理之学 

事实上，朱熹就是在重释儒家六经的基础上，将《易传》中提出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

之器”([25], p. 84)这一命题作为构建自己形上理论体系的起点。因此，当有些后儒每每以二程少时曾出

入释老作为自己迷恋佛老的理由时，朱熹则明确指出：“今只管狐惑不肯放舍，又引明道少时出入释老

之事，以饰其说。何不将他平生说话仔细思？惟看他所以出入释老处，与自家只今全身陷溺处，是如何

而直为此，伥伥也。……此等处不理会，则朋友之职废矣。”([26], p. 53)这里，朱熹切中时弊的指出了

二程当年入佛老的目的并不是被其迷惑而不能自拔，而是深入佛老内部探寻其如何“高明处”。后来他

发现佛老之说皆不出儒学，就果敢脱离佛老，转而求之于六经。通过阐释儒家经典发掘其中蕴涵的义理

思想，成为理学的实际开创者之一。显然，这与那些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的儒者是截然不同的。朱熹认

为，这种为佛老所迷的情况“尤害理”，应该坚决抛弃。 
事实上，汉唐以来繁琐的注经、解经方式制约和窒息了儒学的进一步发展，汉唐经学已经走进死胡

同，毫无生机，已为学者和世人所厌倦。如果不对其进行改造以提高思想性和思辨性的话，儒学自身发

展都将难以为继。为此，宋儒从疑经出发，以注重阐发儒典中的思想精义为主导的义理之学取代汉唐的

训诂章句之学，积极主动汲取佛道精巧的思辨哲学理论，尝试构建不同于汉唐经学的儒学理论体系。以

张载为代表的一批儒者积极应对佛道倡导的“空寂”、“虚无”等思辨本体论的挑战，提出并建构了以

“太虚即气”([27], p. 16)为基本命题的气本论哲学。然而，要能提高回应佛道思辨哲学的有效性，就应

该在更抽象的思辨层面上构筑形上哲学理论。由二程倡导而至朱熹集大成，最终完成了儒家严密的理学

哲学体系构建。他们把“理”作为宇宙的最高本体和根本法则，提出“天者，理也”([28]. p. 81)的命题。

他们将“理”与传统文化中的“天”联系起来，并扬弃了《尚书》和《诗经》中关于“天”的神秘性，

而保存了“天”的至高权威性和本原性特征，将其与“理”等同起来，称之为“天理”，从而赋予“理”

的宇宙本原性意义。程颢说：“吾学虽有好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29], p. 12)由此进

一步推演出“理在先，气在后”([9], p. 2)、“穷理尽性”([28], p. 10)等等理学命题，另一方面理学家又提

出“性即理也”([28], p. 186)，将“理”、“天理”与儒家伦理道德结合起来，将“理”作为社会道德实

践的根本依据，并赋予其至上的权威性，充分强化其在道德领域的导向功能。此外，有鉴于客观外在的

“理”抑或“天理”往往制约和弱化人心的内在能动性，以及必然出现的“穷理”工夫陷于繁琐而“支

离破碎”的局面，由此在儒学内部又生发出以陆王为代表的“心学”理论派别。他们主张“人皆有是心，

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欲穷此理，尽此心也”([30], p. 93)，强调心即是宇宙和道德之本原，主张

“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心同此理”([30], p. 167)等的哲学命题。这样，宋儒通过改造汉唐

经学，积极熔铸佛道哲学，在回归原始儒学的基础上重新构筑了思辨性极强的新的儒家哲学理论体系。

恰如余英时先生所言：“宋代是儒学的复兴时代，……但所谓‘复兴’并不是先秦儒学的单纯复原，而

是包含了创造性的新发展。这个创新的部分便是一般中国思想史上所说的‘理学’(‘道学’)。”([19], p.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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